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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性到人民性：城市空间规划对公共卫生

安全的正义重塑

夏银平，刘　伟

摘　要：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是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 重 大 威 胁。马 克 思 主 义 空 间 理 论 对 现 代 城

市的空间规划、空间生产、空间权益平等有着深刻的审视，对 于 剖 析 公 共 卫 生 安 全 隐 患 的 机 理 成 因，理 会 空

间正义的异化和形态的重塑，拓宽防患与治理的认知视角都具有独到的指引作用。资本－权利主导逻辑之下的

空间规划体现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属性和国家功能，导致了无产阶级在空间生存与发展权益上遭受剥夺与侵害，

引发了空间正义的剥离与失衡，对公共卫生安全隐患的暴发产生了诱使 性 负 作 用。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下

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的防患与 处 置，坚 持 了 人 民 至 上、生 命 至 上 的 价 值 取 向，利 用 城 市 的 空 间 规 划 效 用、

空间正义功用和国家系统治理手段进行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防治与处置，构建了生命政治的平等与正义，

实现了对空间正义的修复与重塑，形成了城市空间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独特成效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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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空间理论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 “空间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是均质性的又是 断 离

的”［１］（Ｐ２６），城市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形态结构，它本身既是空间生产的媒介，又是空间生产的产

物或结果。二噁英事件、博帕尔灾难、ＳＡＲ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等各种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暴发，均给现代城市空间的正常运行和人类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

胁与挑战。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学者对现代城市空间的构造与异化、社会与政治、资本与生产的阐

释，在城市空间与环境恶化、疾病传播、正义侵蚀与失衡等诸多领域内在机理的分析上有着独到深

邃的见解，指出了西方资本－权利逻辑下的空间规划造成的环境恶化导致了劳动人民在生存发展权

益上的不平等、无产阶级的空间正义被剥夺，引发了空间正义的失衡与缺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下的环境治理与公共卫生安全的防治实践实现了对于无产阶级生存发展权益的维护、空间正义的

修复与坚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政府秉持的人民至上价值取向之下的空间规划，通过城

市物理环境的空间改造、治理和卫生预防，降低了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发生几率和破坏性，实现了

各阶层人民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平等和空间正义的重塑与修复。因此，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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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仅是一次城市的危机，也是一次重新认知城市空间规划与空间正义建构的重要契机。

二、现代城市空间形态衍化与公共卫生安全的关联

公共卫生安全主要包括环境污染和流行性传染病两大类别。城市空间的高邻近程度和高人口密

度是诱发生态环境恶化和传染病传播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现代流行病学表明，传染性疾病的流行

需满足三 个 基 本 条 件：致 病 力 较 强 的 病 原 体、足 够 数 量 的 易 感 人 群、有 利 的 疫 病 传 播 途

径［２］（Ｐ８７０－８７８）。城市的空间特性对公共卫生安全 事 件 的 发 生 起 到 了 催 化 作 用 和 放 大 效 应。现 代 西 方

城市是资本聚集与扩张的必然产物，资本的聚集必然导致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的聚集，资本空间的

生产扩张首先是区域人口要素的聚集。首先，劳动人民为了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涌入城市出

卖劳动力，资本使得原有与环境相适应的人口分布遭到了破坏，打破空间人口结构的平衡，造成了

区域空间人口的聚集。在城市空间内部，因为土地资本的限制，加之无产者尽可能地降低交通成本

以便于节约资金，导致了他们的生活与生产密不可分，建筑物临近空间缩减至合理水平之下。他们

居住在狭小逼仄的高密度住宅，空气浑浊且流通不畅，缺乏生活配套和自然环境的点缀，甚至人畜

混居、蚊蝇滋生。这种物理环境上的空间要素的聚集效应，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环境恶化和空间挤

压，为病菌滋生提供了生物环境条件。其次，现代西方城市更多要满足工业生产和商业开 发 的 功

能，资本以牺牲环境的代价对城市空间的发展平等性造成践踏。城市空间设计者基于既得利益阶层

的立场，对空间形态进行人为的切割，这种 “切割”是为了满足既得利益阶层的生存需要、发展利

益与生活兴趣。资产阶级将城市的上风上水、环境优美、人口低密度的区域设置为自己的居住区，
交通通达中心和商业中心大多被市政部门和中产阶级占据，在下风下水、环境恶化和空间逼仄的工

业区则挤满了无产阶级，使得他们的生存环境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形成了一个个的贫民窟。这种

切割还体现在公共卫生服务设施上，无产阶级的聚居区缺乏最基本的卫生防疫和医疗机构，也缺少

对于环境的卫生治理措施，形成了一个公共卫生权利保障的 “灰色地带”。随着资本效应的进一步

扩大，资本扩张的同时也完成了城市空间的扩张，但是出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

级更是进行着空间的挤压和边界的固化。最后，这种空间环境发展形态的高度 “挤压”体现在为了

将土地换取更多的资本利润，将原有的无产阶级赶到更为偏远、地租更为便宜的地区，或者通过空

间的压缩使得无产阶级住在容积率更高、自然形态更狭小的空间环境。资产阶级的居住空间更为宽

敞，还能与自然环境相融合；中产阶级具有居住空间的舒适性，并与活动空间相分离；而无产阶级

则是将人的活动空间压缩在极小的空间内，形成空间对人的约束、改造和痼化。高密度的空间 “压

缩”也使得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弱化，人类活动失序风险增大，空间利益冲突频发，导致了无产阶

级遭受环境恶化和疾病侵害的风险增加。
在城市空间的 “聚集”、“切割”与 “挤压”三种形态效应的叠加作用下，形成了现代西方城市

空间形态人口密度高、空间发展高度异质化、空间模块边界固化、生产要素流动性强、空间生产与

生活混淆、环境容纳度和自净能力低等特点。在这样的城市空间形态之下，导致了不同社会群体的

社会隔离日益明显，空间平等性受到侵蚀和消解，空间流动性被碎片化的空间边界所阻隔，无产阶

级公平生存权利的被剥夺。同时这三种效应又使城市空间发生了催化反应，致使城市环境治理的压

力增大，城市环境的致病能力因之增强，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产生的风险和破坏力增大。以 流 感 为

例，一个城市中被感染的人数大约与这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呈１．１５２ 的超线性关系。如同在美国工业

革命早期由于工业急速扩张、人口急剧增加、公共设施和卫生条件的恶化，导致了霍乱、黄热病、
登革热、钩端螺旋体等传染病的反复爆发，使无产阶级饱受疾病的侵袭。因而，资本使得城市空间

异化为滋生病菌的温床，并且各种病菌由 自 然 环 境 进 入 城 市 空 间 之 后，就 会 变 得 异 常 的 肆 虐 与 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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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导致了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频发。

三、资本逻辑下的空间规划对公共卫生空间正义的剥夺

亨利·列斐伏尔在 《日常生活批判》中指出，“空间不仅是简单的物理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秩

序的空间化，生产形态的抽象化和生产关 系 的具体化”［３］（Ｐ９１２）。空间规划既是物理空间的设计，也

是对社会空间的设计和社会价值观的塑造。大卫·哈维认为，“空间的整合是通过资本在空间的流

通来建立的”［４］（Ｐ５７９），资本在现代西方空间的 “生产”（规模扩张）与 “再生产”（改造更新）中都

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这种资本强权将城市空间的设计与规划充当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性工具，空

间规划异化成为充当上层建筑的一个抽象化的形式。这种资本逻辑下的空间规划造成了城市经济生

产空间的无限扩张，城市生态环境的挤压与破坏，劳动人民生存条件的急剧恶化，公共卫生防患的

弱化，以及空间正义的被掠夺。
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曼彻斯特的城市生活特征进行细致的观察后，对资产阶级

的城市形态规划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描述道：“城市的工人区和资产阶级区域是严格分开的”，“中

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高等的资产阶级住在最外围，尤其是空气流通的

高地上的郊外房屋或别墅”，“繁华明亮的街头商店，背后藏着那些又狭窄又弯曲又肮脏又破旧的大

杂院”［５］（Ｐ６３－１３２）。在 《论住宅问题》中他写道：“挤满了工人的所谓 ‘恶劣的街区’，是周期性光顾我

表１　曼彻斯特郊区梅德洛克河畔

却尔顿死亡率①

街道等级 房屋等级 死亡率

一等街 一等房屋 １∶５１
一等街 二等房屋 １∶４５
一等街 三等房屋 １∶３６
二等街 一等房屋 １∶５５
二等街 二等房屋 １∶３８
二等街 三等房屋 １∶３５
三等街 一等房屋 缺

三等街 二等房屋 １∶３５
三等街 三等房屋 １∶２５

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霍乱、伤寒、肠热症、天

花以及其他造成大量死亡的疾病……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

从未绝迹，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

病”［６］（Ｐ１７９－２７３）。在 《英国工人阶 级 状 况》中，曼 彻 斯 特 的

医生普赫霍兰德通过将居住区和住宅进行环境和空间的分

类统计了不同类别对应的死亡率 （如表１所示）。二等街

的死亡率比一等街高１８％，三等街比一 等 街 高６８％；二

等房屋的死 亡 率 比 一 等 房 屋 高３１％，三 等 房 屋 比 一 等 房

屋高７８％。在英 国 其 他 的 工 业 城 市，工 人 阶 级 也 一 直 饱

受着传染病的侵袭。１８４１年曼彻斯特的死亡率为３．３８％，
利物浦则达到了３．４８％［７］（Ｐ３０２），兰开斯特郡工人的平均寿

命仅为２２．１岁［８］（Ｐ１２７）。恩格斯甚至说：“我们成百的近邻

每年都因缺乏最普通的预防措施而被毁灭了。”［９］（Ｐ６３－１３２）这些直观的数据证实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规

划对城市空间形态扭曲化的人为切割，是对无产阶级赤裸裸的压迫和生存与健康发展权益的粗暴践

踏，无产阶级根本没有享有平等的公共卫生权利，如此 “空间的非正义已经成为了社会压迫的源头

之一”［１０］（Ｐ１）。
城市规划起源于人类对健康诉求的回应［１１］。城市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认为，“城市规划

的目标和作用是消除各类容易激化的社会和集团的冲突，以及由于空间资源的垄断所产生的地理竞

争”［１２］（Ｐ１７１）。资本－权利逻辑主导下的西方城市空间规划只是为了契合资产阶级的政治属性和国家职

能，这种空间差异的权利－阶级方法导致的 “强烈反差和权益对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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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分配中的典型表达”［１３］（Ｐ４－２３）。１９８０年英国发布的 《布莱克报告》① 指出，“不同阶层的健康

水平的差异根源在于社会不平等”［１４］（Ｐ１２３）， “居住条件的差异实际上是阶级不平等 的表现…… （规

划）完全服从于社会政治的统治力量”［１５］（Ｐ２６０），从而 “城市空间的资本化剥夺了劳动者的生存空间，
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层关系”［１６］（Ｐ１２２）。通过表２、表３的数据可以得出，无产阶级遭受传染病

的死亡率几乎是资本、知识阶层的２至３倍，阶层的差异导致了生命平等性的沟壑，造成资本奴役

下的不平等。通过空间规划，资产阶级的聚集区享受着更为优美的自然环境，较低的开发强度，低

密度的人口分布，并且设置了大量的卫生 和 疗 养 机 构，空 间 边 界 有 着 清 晰 的 隔 离 以 形 成 空 间 的 封

闭，使得其无论是在环境的污染还是传染 病 毒 的 滋 生 与 传 播 上 都 降 低 了 风 险。而 无 产 阶 级 的 居 住

地，被资本主导的空间规划造成了人口的进一步 “挤压”。劳动人民大多生活在过度拥挤的工人住

宅，因其恶劣的通风采光条件、不安全饮用水、固体垃圾污染，并且鲜有相关的公共医疗和卫生设

施，资产阶级利用资本－权利实现了对无产阶级的侵害和压迫，必然使其在公共卫生安全防护上毫

无平等可言，它形成的正义剥夺正如 “远远比帕克和伯吉斯的基本文化方式更加符合严峻的经济和

社会现实”［１７］（Ｐ１３８）。

表２　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阶层划分②

社会阶层 职业类别

Ⅰ 重要的职业和企业人员：如律师、医生、官员

Ⅱ 较低职业和企业人员：如经理人、教师

ⅢＮ 技术型非体力人员：如企业职员、店员

ⅢＭ 技术性体力劳动者：如建筑工人／矿工

Ⅳ 半技术工人：如公共汽车售票员、邮递员

Ⅴ 非技术工人：如搬运工、清洁工

表３　英格兰和威尔士不同阶层的健康指标③

指标 Ⅰ Ⅱ ⅢＮ ⅢＭ Ⅳ Ⅴ
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年男性死亡率 ７７　 ８１　 １０４　 １１４　 １３７
１５～６４岁传染病死亡率 ６１　 ６３　 ８８　 ８６　 １２６　 １９７
１５～６４岁癌症死亡率 ７５　 ８０　 ９０　 １１３　 １１６　 １３１
４５～６４慢性病患病率‰　 男 ３５　 ３１　 ４１　 ４２　 ４７　 ５２

　　　　　　　　　　　　女 ３２　 ３６　 ４０　 ４１　 ４９　 ４６
围产期死亡率‰ １１．６　 １３．６　 １４．４　 １６．９　 １９．５　 ３０．７
１９８０年新生儿体重≤２　５００ｇ （％） ５．３　 ５．３　 ５．８　 ６．６　 ７．３　 ８．１

后现代地理学家苏贾认为，“空间生产和享用的权益单向度的朝资本强势者聚集，而空间生产

义务及空间享用的负效应责任却多向度的朝全社会扩散，让广大非受益者一并承担，形成空间权利

与义务不对等的非正义事实”［１８］（Ｐ４２）。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空 间 规划 通 过塑 造 物 质和 社会环 境更 是成

为了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居民健康的决定因素，穷人的 “空间的实践”被那些上流社会精英们梦

想的 “空间的表象”所残酷的改变了，形成了公共卫生安全上不平等的 “身份政治”。在巴西贫民

窟，居民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风险是其他居民的四倍，在拉美地区城市贫民窟，乡村移民带来的各

类家禽家畜为白蛉的繁殖制造了温床，导致了病媒生态环境的恶化，诱发了利什曼原虫的爆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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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Ｒｅｐｏｒｔ，也译作黑色报告，１９８０年英国学者Ｔｏｗｎｓｅｎｄ及其同事发布。

资料来源：顾杏元主编 《社会医学》，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５。

数据来源：李鲁主编 《社会医学》，第５版，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２。



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的贫困郊区，肺结核的发病率为每１０万人３２９例，远高于巴基斯坦全国平均水

平的每１０万人１７１例。在巴西的特雷西纳，生活在没有定期回收垃圾地区的居民，感染内脏利什

曼病的比例比生活在定期回收垃圾地区居民高出６倍［１９］（Ｐ１３１－１４１）。这种空间规划造成了无产阶级生

存环境的不平等和获得公共卫生防疫与救治权利的不平等，从而导致空间的正义失衡与扭曲，直接

造成了无产阶级对于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的弱势与无助，必然导致资本对于弱势群体生命健康权利的

践踏。
城市的空间规划从应然性看，本该立 足于空间正义的正当性去进行空间形态的合理设计与 调

整，空间正义是空间规划中的指导逻辑和价值取向。而现代西方城市资本嵌入空间规划后的立足点

是土地地租收益的最大化，“资本化形成的土地政治使得权利进行了伪装”［２０］（Ｐ６７）。而从实然性看，
土地的政治资本化使得空间正义在资本的逻辑中微不足道，并且将空间固化下来，形成了一种资本

－强权结合体，实现对无产阶级的空间剥夺，造成了西方现代城市空间规划与空间正义的剥 离。英

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于１８４２年发表的 《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① 中 认 为， “正 是 腐 殖

物、排泄物和垃圾散发的气体导致了疾病，因此将公共卫生安全问题 ‘更多地归因于环境问题而非

医学问题’”［２１］（Ｐ８６６－８６７）。１８４８年英国爆发了霍乱疫情后，伊恩·康纳指出， “贫穷的工人生活在一

个更适宜霍乱繁殖的地区，成为他们的第一批受害者”［２２］（Ｐ４３）。现代流行病学奠基人约翰·斯诺在

１８５４年调查伦敦霍乱疫情的爆发原因，认为被高度污染的黑臭河道是霍乱繁殖的源头。正是由于资

本主义的对于私人资本利益的极度渴望、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对于无产阶级固有的蔑视，使得无

产阶级在生命健康权益上处于极度压迫的地位。这种制度模式阻止被损害的无产者实现自身公共卫

生安全的权利，从而阻碍了空间正义的真正实现。因而，如何处理 “资本逻辑之下的城市空间生产

会消解人与自然的协调性，侵蚀社会平等性和城市空间多样性，产生的空间正义问题［２３］（Ｐ６０－６９）”具

有重要的意义。

四、以 “人民至上”价值取向重塑公共卫生安全的空间正义

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将空间正义内化为一种批判视野和内在逻辑，大卫·哈维则将政治空间正

义看作空间权利诉求对资本利益化的抵抗和颠覆方式，他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论证当代资

本主义城市规划方式无法实现这些被剥夺阶级的基本权利，而原因并不简单在于资本主义体系剥夺

了他们所拥有的基本生活资料，而是这一制度在根本上剥夺了他们反抗资本利益化的权利和能力。
列斐伏尔更多的是通过空间的生产去分析空间的规划，忽视了经济弱势群体对于空间正义的需求，
但列斐伏尔并没有像福柯那样，面对无孔不入的微观权力控制而悲观的认定现代人已经 “无可反

抗”或 “无家可依”，而是认为空间既是压迫的重灾区也是反抗的空隙处，寻求出新的 “抗争政治”
的出现。在关键空隙处，列斐伏尔看到了一种 “新政治”的出现，这种 “新政治”的理论内核就是

“人民至上”的价值体系重塑。“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作为行为指向，嵌入空间生产与空间规划

后，使得对空间正义 “重塑”摒弃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点，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上实现对

空间正义的 “修复”，构建全体人民生存与发展在空间上的平等权利，实现空间规划与空间正义的

耦合。空间规划只是构建空间正义的一种手段，它还包括很多种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方式，只

是空间规划具有政治－经济结合形 式 的 双 重 功 用。在 此 基 础 之 上，它 作 用 于 城 市 空 间 的 社 会 生 产、
分配，阶层运动和政治话语权的确立，而空间正义的修复与重塑则是空间规划的目的，在行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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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Ｅｄｗｉｎ　Ｃｈａｄｗｉｃｋ：Ｒｅｐｏｒｔ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该报告为六年后英国通过人类历史上第

一个现代公共卫生法案 （Ｔｈｅ　１８４８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ｃｔ）奠定了基础。



上做到了逻辑与路径、手段与目的、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城市空间非正义的现象出现，要求政府和社会加强 ‘时空修复’———依靠空间治理和塑造集

体记忆来维护空间正义”［２４］（Ｐ３１－３８）。如何实现空间规划与空间正义、空间治理三者行为逻辑的统一，

实现城市社会的秩序管理与社会正义的嵌入式发展，一直以来是空间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点。空间

的正义重塑是一种空间的生产关系与价值 取向的治 理，中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

“人民至上”价值取向重塑了公共卫生安全的空间正义和社会公平。“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构成包

括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以人为本、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

的执政承诺，一直将最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政府治理与经济社会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自新

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将城市作为公共卫生安全的重点地区进行防治。通过城市建设规划、

公共卫生机构设置、卫生防疫体系建设、环境综合治理等多领域并进，构建了公共卫生安全的综合

治理模式。对于城市空间规划，施行的是城乡协调发展，不主张过度地进行大城市人口聚集，最近

些年一直致力于疏解部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减轻大城市的环境承载力，降低因为人口的聚集效应

所造成的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破坏力。对于城市内部空间，通过空间规划的科学调整、城市

污染环境综合治理、黑臭水质治理、城市局部破旧区域的更新与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环境

实时监测，降低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潜在爆发的风险。在医疗救助上，对于血吸虫、肺结核、艾滋病

和新生儿防疫疫苗都进行了免费的治疗，在各级区域设立了公共卫生防疫和疾控中心，从防疫资金

和机构设置上对全体人民实行了平等化的医疗救助，利用这些系统治理措施实现了对于公共卫生安

全在空间上的正义重构与修复。

２０２０年春季爆发 “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在人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逻辑下，人

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下，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成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应对这次疫

情的行动指南。首先，中国各级政府秉持了空间经济－政治正义与平等，构建了空间平等化的医疗

救助模式。对所有确诊患者都实现了免费救治，对受疫情影响的群众开展了多领域的救助，不会因

资本条件和身份的差异放弃对病人的救治。其次，医疗资源的空间分布、机构人员配比、物资生产

均有一定的不均衡性，疫情的感染人数在空间上也具有不均衡性。为实现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平等保

护，中央政府通过对全国医疗资源强有力的调控，高效率地组织建设专门医院，展现了 “人 民 至

上、生命至上”的行动力和凝聚力。面临医疗资源集中挤兑的紧急情势下，果断决定通过方舱医院

的集中收治实现医疗资源对全体患者的均衡覆盖。方舱医院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平等，所有的病患都

是享受一样的药物、设备、生活物资和医疗服务，资本逻辑下的地位、身份、财富的差距在方舱内

部被弭平，展现了社会主义对正义的坚守与重塑，这也是生命政治正义性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制

度下对于集体主义精神的信仰，对空间正义的修复与维护，使得公职医务人员自觉将社会正义作为

自己的行动圭臬，将个人置于集体利益的考量之中。执政党秉持的 “人民至上”执政理念，对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无产阶级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展现出来的应急治理能力，人民群众展

示出来的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价值取向，使制度的张力、精神的韧力和组织行为的向心力在空间

治理上形成了合成效能，使得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就得到了验证。

五、“人民至上”导向下的空间规划对公共卫生安全路径优化

规划理论家诺顿指出，“规划就是政治过程”，空间规划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它是各利益主体

就公共利益达成妥协的过程。公共卫生环境是一个相对集成化的空间子系统，也是促进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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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社会结构演变的催化剂。公共卫生安全的构建与维护，需要构建与城市发展相称的公共

卫生整体规划，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目标，在坚持空间正义立场上进行空间公共卫生安全的综

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城市空间规划坚持的大众化、公正化、普惠化，

将 “人民至上”作为行为价值内核和逻辑源流，使得公共部门的空间规划与人民生活和发展需求实

现了价值导向和现实需求上的统一，成为了中国提升环境治理成效与公共设施服务水平，维护公共

卫生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权益的重要手段。今后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和预防机制将是应急

化和常态化并存。利用空间规划的基础性作用可以实现城市空间整体治理、系统治理与源头治理的

协同发展。２０２０年的 “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现代城市的 空 间 规 划发展实 践和理论革新

提供了新的契机 （如表４所示）。之后在构建未来的城市空间环境中，通过提升空间规划的治理效

用，最大程度的增强公共 卫 生 安 全 的 “抵 抗 力”和 “免 疫 力”，促 使 “新 空 间 意 识”的 觉 醒 将 是

“后疫情”时代面临的应有之思。

表４　三次公共卫生运动及规划应对①

第一次公共卫生运动 第二次公共卫生运动 第三次公共卫生运动

发生时间 １８５０—１９４０年 １９４０—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０年

应对疾病 霍乱、黄热病等烈性传染病 慢性病 新冠肺炎

时代背景 机械化 机动化 信息化

规划应对

完 善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给 排 水 设

施），低 密 度，明 确 的 功 能 分 区

（特别是 工 业 和 居 住），绿 化 隔 离

等

提高 城 市 密 度，提 升 土 地 使 用 混

合度，更 多 的 绿 色 和 开 敞 空 间 以

及步行设施等

信息化、网 络 化、智 能 化 时 代 城

市空 间 结 构 及 功 能 组 织，基 于 应

对综合 “疾 病 谱 系”来 配 置 健 康

服务 及 医 疗 资 源，公 共 服 务 （设

施）的 动 态 性、复 合 性 供 给，强

化城市 公 共 安 全 能 力 及 城 市 应 急

处置能力

规划理论
田园城市，广 亩 城 市，新 城 理 论，

郊区化理论

新城市 主 义，精 明 增 长，步 行 城

市，健康城市
正在重新启发新的城市规划理论

在城市空间规划布局形态上，适当限制特大型城市的空间规模，实 现 城 市 功 能 迁 移，疏 解 人

口，降低空间人口的绝对密度，降低城市环境承载强度，设立开发边界，促进空间生产均衡分布与

空间联络协作的互生性发展。树立 “健康城市”理念，扩大生态冗余空间，建设城市通风廊道，营

造小环境气候生态，优化空间局域生态，提高弱势群体居住环境品质，提升环境自净消解能力。在

空间规划中，树立 “韧性城市”的发展思维，加强对于城市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危险 化 学 物 质 泄

露、水污染、空气极端污染等非传统自然灾害的风险预警与监测。注重空间规划弹性，建立留白机

制，规划 “防疫隔离用地”，预留部分防灾减灾基础设施用地作为城市发展的弹性空间，保障应急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所需的空间有效供给，实现人民在空间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平等。

公共卫生生产资料的获取和所有在空间上均衡分布是空间正义的体现，在城市空间上倡导分散

均等的城市公共服务结构。在公共卫生资源的空间规划上，根据空间人口密度、人口年龄结构，科

学合理设置分布各层级各类别的公共卫生机构，加大对于城乡结合空间、边界模糊空间、人口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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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冯建喜，《第三次公共卫生运动及其对规划的影响》，健康城市实验室 ＷＬＡＮＬａｂ，２月２９日。



空间的医疗资源的倾斜，在医疗卫生资源的空间分布与使用上做到空间正义与平等、城乡空间利益

的均衡。对建立的临时大型专门公共卫生设施做到 “全生命周期”管护，强化公共设施场所的兼容

和转换功能，建立公共卫生防疫的战略储备制度，提升规划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双重使用功效。

必须加强对特殊场所的空间规划与治理，杜绝空间治理的缝隙，避免碎片化治理。ＳＡＲＳ、禽

流感 （Ｈ７Ｎ９）、尼帕病毒和 “新冠肺炎”的 爆 发 都 与 野 生 动 物 密 不 可 分，农 贸 市 场、生 鲜 家 禽 养

殖屠宰等城市空间里的特殊场所，其本身设施位置使得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播范围和几率增大。建设

行政部门在空间规划中要充分考虑其公共卫生防疫的特殊性和潜在风险，设立必要的隔离与缓冲空

间，减少与日常居民区域的物理空间接触，与卫生、环境行政部门建立卫生防疫监测和预警机制，

定期进行必要的生态环境整治、病毒学检验和公共卫生防疫演练，利用规划手段进行空间发展的稳

定性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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